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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回顾国外关于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实证研究，依据多种理论视角，从个体、团队、

企业、产业和国家五个层面对影响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因素进行了归纳，并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

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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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去20多年，新兴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和巨大

转变[1]，来自于这些市场的企业也正在加速融进全

球经济[2]。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新兴市场企

业（Emerging Market Firms，以下简称EMFs）①
随着

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经济的腾飞开

始大规模地国际扩张[3]。以1995年为例，发展中国

家的FDI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14.9%[4]，2013年这一

比例已经达到了32.2%[5]。尽管目前发达国家仍然是

外向FDI的主要来源，但是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

FDI外流已经显著地上升[5]，成为了国际化舞台上一

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2]，形成了大量关于EMFs国际化的研究成

果。然而学者们更多的是从单个层面对其研究，被

认为是小而分散的少量理论与实证的结合，缺乏一

个整合的理论研究框架[6]。Hitt认为应该找到一个整

合的框架，通过发展一个更加复杂的理论模型来理

解这些实证研究的多层关系[7]。因此，本文尝试整

合多种理论视角，从多个层面对影响EMFs国际化的

因素进行了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

展望。 
关于国际化的表述有多种方式，以下这些术语，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海外扩张（foreign 

expansion）、国际扩张（international expansion）、对

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或FDI）、出口

（ export）、跨境并购（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或 merger and acquisition 或 M&As 或

M&A）等均表示一个企业涉足外向国际化[6,8]。此外，

考虑到关于新兴市场的类似表达还有新兴经济体

（ emerging economies ）、 新 兴 国 家 （ emerging 
countries），因此，本文以“emerging”（新兴）和不

同表述形式的国际化作为关键词，利用外文数据库

Elsevier、EBSCO商业信息库、ABI/INFORM、

Emerald全文期刊库进行检索。在检索过程中，本文

排除了书籍、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其它没有标注

出处的英文出版物，只关注同行评审的英文期刊文

章，因为期刊文章可能是所处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

作品[9～10]。检索完成后，通过泛读和精读相关主题

的文章，删除了定性研究文章，最终获得45篇关于

EMFs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章。 

一、EMFs国际化影响因素 

目前有大量的研究聚焦在企业国际化，这些先

前的研究也检验了许多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因素[6]。

Kirca等通过搜索前人关于国际化的研究文献，利用

元分析的方法发展了一个从个体到国家的多层面框

架[6]。当然，其他学者对影响因素的分类方式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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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无本质差异，基本是以企业边界为划分标准[11]，

但本文认为 Kirca等的分类方式能更全面、更细致

地反映出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因素，因此，本文采用 
Kirca等的做法。  

（一）个体层面影响因素 
个体层面的探讨集中在企业创始人和经理人员

海外或国际化经历。Filatotchev等以新兴市场高科技

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相对于本地创业者，海

归创业者拥有更多关于海外市场的一般性知识，因

而更容易促进企业国际化，提高它们的出口导向[12]。

Wood等发现，对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来说，创始人

的海外经历将增加企业早期国际化的可能性，因为

拥有海外经历的创始人会意识到企业国际化越早，

企业就越容易学习东道国环境和适应类似于东道国

的竞争对手[13]。Tan和Meyer则验证了经理人员的国

际经验有助于EMFs集团的国际扩张，但经理人员与

当地商业群体的紧密联接又会降低EMFs集团的国

际化水平[14]。 
（二）团队层面影响因素 
团队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高管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以下简称TMT），与个体层面类

似，学者们对TMT的国际化相关经历尤为关注。如

Sahaym和Nam发现TMT的全球管理经验能够帮助

企业解决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和不确定，

促进EMFs国际多样化[15]。Kalasin认为，拥有大量国

际化经历的TMT对外界变化更加敏感，更可能采取

一些冒险的措施来使EMFs进行研发国际化以达到

追赶在位者的目的[16]。Agnihotri 和Bhattacharya基
于高阶理论，综合考察了TMT特征对EMFs出口强度

的影响，发现TMT的教育水平、国际化经历、异质

性与企业出口强度正相关，而TMT的年龄负向影响

企业出口强度，TMT任期与企业出口强度存在着倒

U的曲线关系[17]。 
（三）企业层面影响因素  
企业层面影响因素是学者们最关注的因素，主

要包括企业规模、资源和能力、战略导向、企业网

络、公司治理和其他方面。该分类方式除了参考陈

劲等[11]的做法，主要还是根据学者们研究的内容来

进行划分。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会影响EMFs的国际化进入模式以及

国际化程度。Esperança和Hill将出口到直接投资确定

为进入模式水平依次提高，发现企业规模与进入模

式正相关[18]。Klimek发现规模越大的新兴市场跨国

企业越可能选择并购进入的方式，而非绿地投资[19]。

Chiao等对国际化程度进行研究，发现新兴市场的子

公司的规模越大，子公司的内、外向国际化程度均

越高[20]。 
资源和能力 
国际化经验这种重要的无形资源对EMFs国际

化至关重要。Luo等认为新兴市场的私营企业缺乏国

际化经验，通过与国外合作伙伴的内向国际化获得

的国际化经验可以促进企业的外向国际化 [21]。

Rabbiosi等发现，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收购经验越

丰富，在发达市场进行资产寻求型跨国收购的可能

性就越大[22]。Khavul等以新兴经济体的新创企业为

研究对象，验证了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与它们的国际

化战略导向正相关[23]。Chiao等发现新兴市场跨国企

业的国际化经验越丰富，就越可能选择全资拥有子

公司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24]。除了国际化经验，

Ayob等发现内部金融资源会促进新兴经济体中小企

业的出口[25]。 
区别于资源，学者们研究了各种能力在EMFs

国际扩张中的作用。Yiu等发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

管理能力与EMFs的国际扩张存在正向关系[26]。Li
和Ding基于传统的国际化理论，将企业的能力视为

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主要形式，验证了EMFs能力与其

国际化强度正相关[27]。Yang等认为，吸收能力越强

的EMFs从事战略资产寻求型FDI的可能性越大，因

为较强的吸收能力能帮助企业准确地评估战略资产

的价值，有效地将战略资产与企业内部现有的资源

和能力结合和整合起来，最终才能保证企业将获取

的战略资产成功运用到商业终端[28]。Chiao等发现，

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越强，就越可能选择

全资拥有子公司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24]。Gao等
基于资源基础观发现，EMFs的成本领先能力对企业

出口倾向和强度均正相关，而差异化能力只与出口

倾向正相关，与出口强度并未表现出相关性[29]。 
而Yamakawa等基于资源和能力的视角，发现

EMFs通过国际化进入发达市场的驱动因素包括在

国内缺乏声誉、拥有更多国际市场知识存量和技术

知识存量以及寻求新知识流的机会[30]。 
战略导向 
Elango和Pattnaik认为，EMFs很难在国际市场上

拥有重大的差异化优势，通常选择基于成本的战略

更可能在国际市场的扩张中获得成功[31]。Liu等发

现，创业导向与EMFs国际化水平正相关，而市场导

向与EMFs国际化水平呈现倒U的关系[32]。Wood等以

新兴市场的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关注了两种国际

市场导向，认为那些在组建初期就将注意力瞄准在

国外顾客偏好上的新创企业和在新产品出来之后没

有率先在国内顾客身上进行测试的新创企业将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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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早期国际化者[13]。Ayob和Senik考察了竞争战略

对新兴经济体的中小企业出口市场选择的影响，发

现差异化战略和成本战略与企业出口等发达国家负

相关，而与发展中国家正相关[33]。Liu等基于动态能

力的观点，发现战略灵活性与EMFs的国际扩张正相

关[34]。Singal和Jain认为，企业愿景对企业的TMT形
成了一股推力，特别是在新兴经济市场“脆弱的”

制度环境下，企业“走出去”的愿望会更强烈，“强

烈的”企业愿景会促进EMFs国际化[35]。 
企业网络 
企业网络为企业提供了一种获取外部资源的通

道[59]，这些资源往往在EMFs的国际扩张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Yiu等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认为新兴经

济市场缺乏合理的法律框架和稳定的政治结构会导

致不发达的战略要素市场，与母国商业网络联接和

制度网络联接能够为企业提供可以替代外部不发达

市场的重要资源，进而促进EMFs国际化的扩张[26]。

Elango和Pattnaik发现EMFs普遍缺乏国际化经验，企

业可以从母公司网络获得这种重要的无形资源，因

而，母公司网络的范围和国际化经验程度会正向影

响企业的国际化程度[31]。Filatotchev等以新兴市场高

科技中小企业国际化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的全球

社会网络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导向[12]。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几乎集中在企业所有权的研究上，包

括所有权属性、集中度等。Singh和Gaur发现，家族

所有权企业和机构所有权企业更容易作出国际化的

决定，有利于EMFs国际扩张[36]。Hu和Cui基于公司

治理视角，通过整合资源基础观和代理理论发现，

国内机构所有权水平和国外企业所有权水平与

EMFs的外向国际化倾向均正相关，而国有企业相比

于私营企业并未表现出更高的外向国际化倾向[37]。

Elango和Pattnaik认为，国外合作伙伴的加入便于

EMFs获取母公司网络之外的其它市场和技术，因

此，国外合作伙伴的所有权程度与企业国际化程度

正相关[31]，Gaur和Delios也发现国外所有权会促进

EMFs的国际扩张[38]。Hong等发现，EMFs的海外投

资水平要受到国家所有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随着

国家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增加而减弱，随着企业所在

产业被政府鼓励强度的增加而增强[39]。Bhaumik和
Driffield发现，拥有国外股权的EMFs可以更好地与

国外投资者建立联系，帮助它们更好地学习关于海

外市场的制度和商业环境，增加它们的海外市场知

识，从而促进EMFs的外向FDI[40]。 
在所有权集中度方面，Lu等综合考察了公司治

理对EMFs出口决策的影响，外部董事的比率、CEO

所持股权的比率会正向影响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强

度，所有权集中度与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强度均呈现

倒U的关系[41]，然而Gaur和Delios发现，所有权集中

度会正向影响EMFs国际化[38]。 
其他方面      
企业集团是新兴经济体的一个普遍现象，附属

在企业集团的EMFs更容易获得资源优势，因而企业

更可能从出口转向高资源承诺的FDI[42]。Kumar等却

发现，由于企业集团产品的高度多元化容易在内部

滋生官僚主义和作出低效率的决定，加之考虑到国

际化的风险，导致这类企业不太可能“走出去”[43]。 
企业多元化也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Lu等发现，

企业在国内产业多元化和地区多元化有利于企业发

展组织知识、经验、技能和团队协作精神，同时在

国内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的竞争有利于增强TMT的
知识和诸如协调、战略规划以及资源分配的技能，

这些竞争优势可以在海外市场进行运用，能够促进

EMFs的国际多元化[44]。Satta等发现，区域间的地理

多元化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速度正相关，

而与区域内的地理多元化不相关[45]。 
此外，Li和Ding认为，EMFs由于应对外界不确

定性产生的模仿性压力以及在专业领域由于共同的

认知产生的规范性压力都会促进企业国际化[27]。Xia
等从资源依赖的逻辑出发，发现EMFs与国外企业的

共生性相互依赖、竞争性相互依赖以及合作伙伴性

相互依赖均与它们后面的外向FDI活动正相关[46]。 
（四）产业层面影响因素 
产业环境能够强烈影响一个企业的国际化决

策。产业的开放性越高，EMFs越有可能进行战略资

产寻型FDI，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竞争劣势[28]。对新

兴市场私营企业来说，在面对高结构不确定性和低

产业集中度时，通常展示出更强的外向国际化倾向[21]。

Gao等发现，产业的出口导向与EMFs的出口倾向和

出口强度正相关，而产业的不稳定性与出口倾向和

出口强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29]。 
除了产业环境，学者们还探索了产业属性，如

Gaur等发现，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在新兴

市场国内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而且它们通过国

际化获得较好竞争优势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服务业

的企业比制造业的更可能由出口转向FDI[42]。 
（五）国家层面影响因素 
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指母国和东道国的文

化、法律、政策以及资源状况等因素，相对于东道

国来说，学者们更关注母国。 
母国的文化、法律、资源和制度（政策）是学

者们关注的重点。Ketkar和Acs考察了文化的三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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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个人主义、男性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与新兴市

场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关系，发现一个国家层面的男

性主义与企业的国际化强度正相关，而与不确定性

规避负相关[47]。Sun等发现，母国法律环境开放性程

度和金融市场开放性程度对EMFs决定是否进行外

向国际化以及外向国际化程度均有正向影响[48]。

Rabbiosi等基于组织学习的视角认为，母国为新兴市

场跨国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学习来源，母国市场复杂

程度越高，知识来源越丰富，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越

不可能在发达市场进行跨国收购，相反，它们更倾

向于（资产）利用型国际扩张[22]。Ribeiro等发现，

新兴市场技术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是进行传统国

际化还是加速国际化，与母国政府支持性政策有关
[49]。Anderson和Sutherland发现，母国的制度支持并

没有使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展现出更强的战略资产收

购倾向，这刚好与该领域的主流观点相反[50]。Li和
Ding发现，母国政府政策施加的强制性压力会推动

EMFs进行国际化，从而提高它们的国际化强度[27]。

Wang等发现，母国政府的干涉会对企业产生制度压

力，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附属的政府级别

水平和国有所有权程度均会正向影响EMFs的海外

投资[51]。Wu和Chen发现，EMFs在制度发展水平高

的市场环境里运营会更愿意走向国外发达市场与其

他企业竞争，相反，在一个不稳定的制度环境里运

营会限制EMFs海外扩张[52]。除此之外，Soper等认

为，新兴国家对信息通讯技术的投资将会加强地区

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利于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控制，

降低投资的不稳定性和感知风险，促进企业的FDI
成长[53]。Gao等验证了母国的自由市场机制发展和

中介机构的发展对EMFs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均

正相关[29]。 
EMFs是否进入东道国以及以何种方式进入，主

要还是依赖该国的资源状况，这也符合EMFs的资源

（或资产）寻求动机[1]。Li等基于知识寻求的视角认

为，EMFs可以通过获取先进的技术知识来克服自己

的后发劣势和追赶在位者，因此这些企业更倾向于

进入那些相对于母国在某一特定产业具有技术优势

的东道国[54]。Deng和Yang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运用

比较研究的方法发现，东道国的金融市场规模、自

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是吸引EMFs进行跨国并购的重

要因素[55]。Chiao等基于交易成本理论，验证了东道

国当地企业拥有的互补性资产价值更高，新兴市场

跨国企业更可能以合资的方式进入该市场[24]。除了

资源，Wood等研究了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对非洲国家

的FDI，发现这些国家的法律种类、腐败水平、工资

率和教育水平与企业是否进行FDI没有显著直接的

关系，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国的特征[56]。 

二、现有研究总结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这一术语被学者们提出来以后[2]，

EMFs国际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学者们对其

实证研究却是近几年才兴起。本文通过对国外文献

的检索、回顾和梳理，总结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学者们主要还是围绕着进入模式、区位

选择和国际化程度这三方面的问题对EMFs国际化

进行研究。其中，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集中在企业

内部，像企业的规模、资源和能力，东道国的技术

和资源状况是影响EMFs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国

际化程度
②
是学者们研究最多的，贯穿了整个层面，

以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为主。总的说来，企业层面

和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选取的理论视角来看，战略管理领域

的三大主流理论（即资源基础观、产业基础观和制

度基础观，Peng等将这三大理论称为战略管理领域

的“三脚架”[57]）占据了主要位置。资源基础观主

要应用在个体、团队和企业层面的分析，产业基础

观主要应用于产业层面，制度基础观主要针对制度

环境和制度因素，其中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有时并未严格区分资

源和能力两个视角，例如Yiu等[26]和Gao等[29]均基于

资源基础观，探讨了企业相关能力，而Yamakawa等
[30]融合了资源和能力观，研究了企业层面的因素。 

第三，对各个层面因素进行分析和归纳发现，

一是企业内部的国际化经验或国际经历对EMFs的
国际扩张极其重要；二是企业外部的网络有利于

EMFs建立能力和获取国际化所需的重要资源；三是

制度对EMFs的国际化战略有重要影响，四是企业集

团在EMFs国际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五是EMFs资
产寻求动机明显，母国和东道国的技术和资源状况

是决定企业是否“走出去”以及“走到哪儿去”的

重要因素。事实上，这些都反映出了EMFs国际化活

动具有独特性[1]。 
第四，从研究情景来看，中国成为学者们研究

EMFs国际化的首选，因为中国给“一般性的（EMFs）
国际化理论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测试案例”[58]。总

的说来，现有研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为主，其

他国家涉及很少，具体见表1。而对于产业情景来说，

学者们更倾向于选择制造业，因为相对于服务业，

制造业企业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而且在世界贸易中也占据主要位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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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国家研究情景分布
③ 

选取国家     相关文献   小计 

中国 

Gao等（2010）、Rabbiosi等（2012）、Tan和Meyer（2010）、Chiao等（2010）、Anderson和Sutherland（2015）、
Wang等（2012）、Wu和Chen（2014）、Sun等（2015）、Khavul等（2012）、Yiu等（2007）、Li等（2012）、Yang
等（2014）、Xia等（2014）、Hu和Cui（2014）、Liu等（2011）、Wood等（2011）、Liu等（2013）、Chiao等（2008）、
Li和Ding（2013）、Lu等（2009）、Filatotchev等（2009）、Lu等（2014）、Hong等（2015）、Luo等（2011）、Yamakawa
等（2013） 

25 

印度 
Gaur和Delios（2015）、Rabbiosi等（2012）、Singal和Jain （2013）、Elango和Pattnaik（2007）、Agnihotri和Bhattacharya
（2015）、Bhaumik和Driffield（2011）、Singh和Gaur（2013）、Gaur等（2014）、Khavul等（2012）、Kumar等（2012）、
Wood等（2011）、Yamakawa等（2013） 

12 

巴西 Rabbiosi等（2012）、Ribeiro等（2014） 2 

马来西亚 Ayob等（2015）、Ayob和Senik（2015） 2 

波兰 Esperança和Hill（2006）、Klimek（2011） 2 

南非 Wood等（2011）、Khavul等（2012） 2 

墨西哥 Wood等（2011） 1 

俄罗斯 Rabbiosi等（2012） 1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检索的文献整理 
第五，从研究数据的收集来看，绝大多数学者

采用二手数据，包括上市公司公开数据、专业数据

库、政府官方公开数据等，少部分采取了访谈和调

查问卷收集，例如，Yiu等[26]、Filatotchev等[12]。 
第六，在探究影响因素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时，

大多数学者考虑了调节效应，各自只有一篇文章揭

示了中介机理和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Yiu等基

于资源基础观，将公司创业（创新、业务创造、战

略革新）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了企业特定所有权优

势（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商业网络联接和制度网

络联接）与EMFs国际扩张的关系。EMFs特定所有

权优势还不足以支撑企业“走出去”，它们需要通过

公司创业实现组织转型，从而帮助EMFs应对它们独

特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企业环境，并且在这个过

程中，EMFs可以积累起扩张所需的能力、知识和经

验，最终保证它们成功走向国际化[26]。Yang等研究

了吸收能力和产业开放性对EMFs从事战略资产寻

求型FDI的决策影响。吸收能力越强的EMFs越有能

力利用母国开放市场产生的知识溢出好处，降低它

们对战略资产的需求，因此，在高度开放的市场，

吸收能力越强的EMFs越不可能从事战略资产寻求

型FDI，相反，它们更倾向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事

传统型FDI，也即是吸收能力和产业开放性对EMFs
的战略资产寻求型FDI产生了负的交互效应[28]。 

三、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比较缺乏对中

介机理的探讨和交互效应的考虑。从本文检索的文

献来看，各自有一篇文章探讨了这两方面的内容，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深入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交

互作用和对EMFs国际化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内在机

理的揭示能深化我们对EMFs国际化发生机理的认

识，有利于深入发展国际化理论[11]。EMFs普遍存在

国际化经验不足、技术能力落后[1]，而社会网络作

为一种信息和知识流动的管道，可以为企业提供诸

多益处[59]，特别是随着网络在国际化研究中的兴起，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社会网络等方面探讨影响因素

作用于EMFs国际化的中间机制。  
其次，从理论视角看，制度理论更加适合转型

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并已成为探究新兴经济体的

第三个支柱[57]，未来研究可以将制度视角和其他视

角进行整合，探索EMFs国际化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

分析框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还可考虑将各种

理论基础所引出的EMFs国际化影响因素放在不同

层次上进行分析，形成跨层次的研究。 
第三，如前所说，网络和制度在新兴经济体的

研究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因为它们能很好地解

释EMFs的一些战略选择，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新

兴市场的发展，制度逐渐趋于完善，制度对EMFs
战略行为的影响会减弱[2]，同时，一些非正式的关

系网络也随之减少[60]，这也表明，制度和网络的影

响是渐变的，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收集纵向数据探索

制度和网络两个因素对EMFs国际化影响的渐变规

律，从而有可能揭示EMFs国际化行为和路径转向与

发达企业基本一致的转折点。 
最后，将EMFs国际化影响因素置于特定的情景

进行研究[11]。从企业类型上，可以选择新兴市场的

新创企业、中小企业、企业集团等典型类型；从产

业层面上，可以考虑服务业，比如，制造业在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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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的经济贡献中仍占据主要地位的背景下，探

究影响因素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异同；此外，在国

家层面上，可以针对小型经济体，虽然它们没有像

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的市场规模，但是更

小新兴的市场（例如，泰国）通常意味着更缓的市

场竞争、更好的市场增长潜力[61]，因此对企业的国

际化战略影响与大型新兴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差异。 

注释 

① EMFs是指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如中国、印度、巴

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等），以这些国家为母国的企业。

本文所关注的EMFs是一般意义上的EMFs，并不针对特定的

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例如，中国企业、印度企业。 

② 关于国际化程度的表述方式有多种，国际化程度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多样化（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国际扩张（international expansion）等均表

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Kirca et al., 2012; 陈劲等, 2012）。 

③ 由于少数文章在选取研究情景时没有明确具体的国

家或者同时涉及几个国家，因此有几篇文章并未统计在内，

有几篇存在重复统计，从而小计中的总篇数与本文检索的实

际文献篇数（45）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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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viewing empirical research abroad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this 

paper generalizes factors which effec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team, firm, industry and country, summarizes extant study,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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